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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工作坊”优秀论文选登

【编者按】为培养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并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
学术新秀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
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公共行政评论》杂志联合发起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 － １７
日成功举办了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此次盛会得到了学
界诸同仁的鼎力支持，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３０多所高校１１０多篇投稿。经过严
格、规范的遴选，最终选出了１０篇优秀论文，并邀请相关资深学者、期刊编辑
与这些优秀论文的作者参与了此次盛会。为展示此一盛会所取得的成绩，本刊
特开辟此栏目选登部分优秀论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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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 一项实证研究

游　 宇　 张　 光　 庄玉乙

【摘要】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
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
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
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
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
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
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
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
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方治理　 财政分权　 财政支出导向　 财政联邦主义　 功能性联
邦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６）０５ － ００８５ － ２６

一、导言

在中国大转型背景下，关于如何改善地方治理的探讨，往往与市场化改革
过程和地方政府主体紧密相关。就前者而言，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不仅
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生活秩序和公众价值观念的改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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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宇，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庄玉乙，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曾提交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香港中文大学第十二届国际研究生
“当代中国”研讨班讨论，相关内容也在重庆大学首届“文字斋研究生论坛”作为主题发言
进行讨论，感谢敬硋嘉、朱春奎、吴木銮、李振等与会同仁的评论与建议。同时，感谢牛美
丽老师为本文提出的修改思路与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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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意味着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换言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
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
内部与外部压力（何显明，２００５）。就后者来看，由于政府在我国各层面和各领
域的社会生活中仍扮演着实质性的决定作用，地方治理的核心在于政府主体如
何处理其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关系。因此，在市场化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地方
治理的改善则意味着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去政治化，以
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善、政策回应性的持续强化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和规
范化（郑志龙，２００９；何显明，２００５）。这表明，就本研究而言，在因果链条的
原因一端，我们需要关注政府行为的基本政策导向与公共服务投入；在结果一
端，对地方治理水平的测量则应该包含上述市场化变革大背景下的“应然”特
征，即去政府化的治理。

财政行为是国家行为的最好表征。从政府的工具箱来看，财政支出是其掌
握的重要资源。其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如何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分配，理应
对治理水平有明显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地方政府纵向的财政分权与
横向的支出导向是如何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

就政府间财政分权而言，财政联邦制文献为地方财政分权提供了学理上的
辩护，即不同性质、类别的财税收入与支出应该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分配
以求效率最高，并为次中央政府提供合适的激励（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５９；Ｏａｔｅｓ，
１９７２；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５７；Ｔｒｅｓｃｈ，１９８１）。换言之，财政联邦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各
级政府间财政资源的纵向分配问题（Ｏａｔｅｓ，１９９９）。而就公共支出的功能导向
而言，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研究认为政府有两个主要目标：发展与再分配（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０；Ｋｅｅｎ ＆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７；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而且，通常中央或联邦负责
再分配事务、地方专注于经济发展（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

就财政制度的纵向结构来看，中国则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分税制
以来，在等级鲜明的五级政府中，中国诸多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事务主要是由
地方政府贯彻执行的：超过７０％的公共支出发生在地方；其中５５％以上的支出
是在市县以下（黄佩华，２００３）。① 同时，由于诸多再分配事务远未实现中央统
筹，中国的次中央政府既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事务的主导者，同时还是再分配支
出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出现扭曲，当政者完全有可能去激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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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至今日，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地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已经高达
８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些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Ｑｉａｎ ＆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有
研究也表明，在现有分权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重投资、重增长而轻服务的扭
曲性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陈抗等，２００２；方红生、张军，
２００９；傅勇，２０１０；傅勇、张晏，２００７；王永钦等，２００７）。而且，财政分权
也可使得那些应当由中央承担却实际由地方承担的职责大打折扣（彭浩然等，
２０１３）。这些研究都提醒我们：虽然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相对于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更具信息优势，并有利于公共品的供给与地方治理的改善（Ｏａｔｅｓ，
１９７２，１９９９），但具体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中国，财政分权下的扭曲性支出
结构却可能会恶化中国的政府治理绩效。这也提醒我们，就地方治理来看，我
们需要兼顾纵向的财政分权与横向的支出导向。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与相关研究，本文试图回答：就省际而言，财政资源
在地方纵向各级政府间的配置以及地方政府不同导向的财政支出比重，是促进
还是恶化了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其具体机制是什么？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
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提高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
现在县级而非市级层面；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
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
约束”等问题，地方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多数情况下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
绩效。这些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本文组织如下：除导论外，第二部分在纵向的财政分权与横向的发展型地
方政府视角下进行文献回顾，并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将阐述本文的核
心变量、数据来源，以及基于数据特征所选取的计量方法；第四部分汇报实证
结果并进行相关讨论；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地方财政结构与治理：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讨论地方财政结构与治理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理清治理的内涵。治
理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通常认为，治理主要指公权力领域与市场、社会主体的
持续互动，即其是一种动态的体现，是去政府化的统治（Ｒｏｓｅｎａｕ，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７）。善治的实现，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非国家维度的回
归，其过程则是一个还政于“非政”的过程（Ｓｔｏｋｅｒ，１９９８；俞可平，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虽然从词源来看，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与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或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其主要意涵却是持续性的去政府化或去管制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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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与各类市场主体（如企业、行业协会等）和社会主体（如ＮＧＯ、教会组
织等）之间良性的互动。就中国而言，其实质在于，政府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
的“大包大揽”和“消灭社会”向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转变，包括向社会放
权，减少干预且重视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弱化了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同时、
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俞可平，２０００：３３６ － ３３８）。具体而言，从治理的方式来
看，其主要指向一种无政府的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ｈｏｄｅｓ，
１９９７），是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上的其他治理主体持续互动与相互依赖的过程。换
言之，“当政治（行政管理系统）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效益递减的临界点或者说非
常接近这一界限，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系统应试图减少管理需要或转移这种需
要”（库伊曼，２０００：２１８）。

从历史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末期的中国正是处于上述临界点，而改革开放
以来的分权与放权则为整体性的地方治理改善打下了基础。同时，在迈向市场
经济的同时，“大政府”的基本属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财政职能而言，重
基建投资、轻再分配项目的扭曲性支出结构这一“实然”层面，与本文所理解
的治理的“应然”层面相互抵触。在此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具体探讨本文的核
心假设，而第三部分关于治理的测量也正是在上述治理内涵下展开。

（一）地方纵向财政分权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向社会分权、由中央向地方分权以及提供各种激励
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地方和社会要素的活力，并培养、挖掘了潜在的
资源要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总体的治理改善提供了制度基础（张军、周黎
安，２００８；张晏、龚六堂，２００５）。然而，由于监督机制等相关制度的缺失或缺
位，中国式分权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如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公共物品提供不
足、腐败频发以及“逐底竞争”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等（傅勇，２０１０；吴一
平，２００８；王永钦等，２００７）。这些研究总体表明：分权是必要的，但如何分权
从而达到“善治”却是亟需探讨的。

就财税制度改革而言，中国的基本特征便是尝试各种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设置（比如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并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通过分税制改革将其制度化。
然而，这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仅以单一制度设置固化了“央—省”间的财税关
系。正如世界银行报告（黄佩华，２００３：２）所言：“尽管中央政府确定了该体
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
定了分享体系，市再与县确定分享规则，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
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０６）的报告也表明，如果采用增值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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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市、县之间分享的比率来近似代理各省份以下政府财政分权情况，那
么各省份差别巨大。这种嵌套似的财税安排也使得国家权力与治理表现出“碎
片化”的倾向（燕继荣，２０１５）。

整体而言，分税制改革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力度是极不对称的。在收入分享
方面，中央与地方在１９９３年大致呈现出“二八开”，地方占据了绝对大头；
１９９４年之后，中央相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比以前显著增加，大致为“五五
开”。而在支出端，由图１可知，各地区１９９３年与之后的支出结构变化不大；
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分税制之后财权上移、事责不变或下放的基本局面。
分税制后，平均而言，发生在县乡一级的财政支出占地方支出的五成左右，地
市级大致相当于其一半。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等民
生支出主要集中在地市和县级中，所以考察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情况可以充分
了解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下沉于基层的水平。基于此，有研究（李明等，２０１１）
利用县本级一般预算收入（支出）占省份收支之比来代理各地区财政分权情况，
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其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
提高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水平。还有研究（庄玉乙、张光，２０１２）发现省以
下财政分权有助于缩减政府财政规模，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增长了地方的政府
规模。整体而言，上述少数的利用这一分权指标的研究表明，财政资源越往省
以下下沉，则很可能改善基层公共服务项目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即越有可能
产生正向的治理绩效。换言之，财政支出越是集中于省以下而非省本级政府，
其治理绩效会越好。这也符合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假设。基于此，本文的假设
如下：

假设１：总体而言，省以下（即地级与县级）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则地
方政府治理绩效越好。

然而，故事到此还远未结束。由于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支出导向差异较大，
它们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分税制后，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地市级
重要的收入来源，市级财政支出的主要目标也并非科教文卫与支农建设等支出，
而在于庞大的城区建设与基础设施投资（刘佳等，２０１２），即市级财政带有更为
强烈的基建与生产性导向。更为重要的是，带有“政企合谋”性质的土地出让
（张莉等，２０１３）与强烈的基建型支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培育健全有
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也影响了地市内其他县市的均衡发展。因此，这使得地市
级财政分权很可能有损政府治理。县级财政虽然也一定程度上依赖土地财政并
带有一定的生产性支出导向，但受到支出责任与财力困境的制约，不得不将相
当部分的支出偏向教育、医疗及农林水事业等方面。同时，分税制后，县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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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乡镇集体企业、地区商业以及工业园区等（赵阳、周飞舟，
２０００），为了更多地获得非国有经济带来的税收，县级政府在培育市场发展方面
存在着较大激励。此外，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６２）也显示，再
分配政策在省以下的基层政府（县级）得到了更为严格的执行。这些因素总体
上使得县级支出分权更有可能促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地方治理。因此，本文的
另外一个推论如下：

图１　 省以下与市级、县级财政支出分权
注：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未包含西藏，地市级与县级财政分权计算未包含西藏与直辖市。
资料来源：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历年）。

推论１：县级财政支出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则越好；而市级财政
分权则与之相反。

（二）地方横向支出结构与治理

就公共支出的功能导向而言，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研究认为政府有两个主要
目标———发展与再分配（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Ｋｅｅｎ ＆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７；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５）。由于不同政府层级在职责划分与供给能力上的差异，相应的政府层级需
要有不同的支出重点以实现高效与善治。

自分税制以来，中央宏观的制度设计也试图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中央
—省—省以下”基本形成“统筹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生产与服务型政府”的
局面（见表１）。但在具体的财政支出上，却没有完全遵从功能性联邦主义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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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个主要特征便是，许多应当由中央或省级承担的支出责任，如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等，主要落在了地市与县级上。这便可能产生一种后果，即地方提供
这些公共物品的自主度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与执政目标，富裕地区
相对自由发展空间更多，欠发达地区则惟上级政府马首是瞻（Ｓｈａｈ，２００６）。

表１　 政府层级与财政支出职能
政府层级与
核心属性 主要职责 目标偏好

中央：统筹型
政府

设计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建构复
杂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弥补地方财力缺
口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并承担国防、
外交等部分公共支出

确保政治合法性与宏观经济稳
定，兼顾公平与效率、再生产与
民生。

省：管理型
政府

除承担部分公共支出外，贯彻中央政
策目标，设计省以下收入分享方法与
支出职责。

在确保地区政治经济稳定前提
下，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兼
顾省内公平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以下：生产
与服务型政府

承担上级分配和本身属于它们的支出
责任（包括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与
社会福利等），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又要
兼顾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

在官员晋升激励下，财政收益与
经济增长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
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导致了
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逐渐形成
地方发展型政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并部分参考（ＯＥＣＤ，２００６；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２）。

如果我们将政府公共支出简要划分为两大类———发展型支出与再分配支
出①，那么次中央政府的支出偏好则表现的十分明显。从图２可知，自分税制改
革以来，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发展性支出始终占据着绝对的规模优势
（占总支出的６０％以上），其规模要远远高于再分配性支出（其占总支出比重在
２０％以下）。中国地市政府强烈“城市企业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便是支出结构
的城市基建偏好（王磊等，２０１２），这与学者们所论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或
“发展型地方主义”特征（彭勃，２００９；吴国光、郑永年，１９９５；游宇，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２）也是吻合的。

治理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公权力领域与市场、社会主体的持续互动，并力求
在三者之间达成相互制衡的局面。由于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通过公共投资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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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和收益；
而对于再分配支出的相对忽视，则在很大程度上放任了社会贫富差距与城乡收
入差距的扩大。这两方面均会不同程度地恶化地方治理。而新近的研究（游宇、
张光，２０１５）则进一步表明，发展与再分配之间严重失衡的支出结构已经显著
影响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度。这表明，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导向已经难
以获取公共的信任，并很可能弱化政府治理绩效。因此，我们预期：

假设２：地方的发展性支出越高，其地方治理水平则越差；而再分配支出则
正好相反。

图２　 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比重（１９９７—２００９）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财政部预算司（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

分税制时代以来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是中央对地方的纷繁复杂的财政转移
支付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类转移支付弥补地区财政缺口，以实现社会
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目标。然而，其效果却事与愿违。首先，就财政
职能而言，地方政府天然地不具有承担再分配支出责任的动力和能力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诸多本应该由中央政府统筹的职能（如社保等）事权下移给
地方政府，使得转移支付的效率与效果均大打折扣。其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的目标原则不够明确，受传统财政体制遗留因素与政治考量（如重点照顾
老少边穷地区等）的影响较大，分配公式的合理性、透明性和规范性还不够，
使得其资金配置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８；王绍光，
２００２）。再有，中央政府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通过省级、地市级、县
级、乡镇级政府层层传递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能被各级
政府截留、分拨，从而造成一省获得转移支付比重越高、其省以下财政分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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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低的局面，即获取中央更多的转移支付反而使得下沉到省以下的财政支出
资源更少（Ｗｕ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换言之，在晋升激励与监管相对不完善的情况
下，转移支付很有可能被挪作它用（如经济发展事务） （吴木銮，２００９）。因
此，世界银行专家沙安文（Ａｎｗａｒ Ｓｈａｈ）（Ｓｈａｈ，２００７：１８）甚至将中国的转移
支付制度划分为自找麻烦型（Ａｓｋｉｎｇ － ｆｏｒ － Ｍｏｒｅ － Ｔｒｏｕｂｌｅ），即这类转移支付是
为了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却在此过程中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赤字。虽
然本文并不直接考察中央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治理的影响，而是将其作为控制变
量，但我们也预期：

假设３：地方所接收到的中央转移支付比重越高，其地方治理绩效则越差。
总体观之，在分税制以来的行政发包、财政分权、晋升激励等制度下，地

方政府承担的再生产与社会福利职能受到了侵蚀，更多的体现出地方政府的发
展性特征。而中央以促进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目标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则由
于种种设计与监管缺陷，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三、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测量中国的地方治理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阐述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与操作化，以及基于数
据特征所选择的计量估计方法。首先，在操作层面上，关于中国的地方治理绩
效的研究，现有文献基本上是在探讨如何建构指标体系（比如：陈昌盛、蔡跃
洲，２００７；范柏乃、朱华，２００５；倪星，２００７；杨宏山，２０１２；郑志龙，
２００９），较少研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进行实证探讨。同时，在操作化地方政府治
理绩效时，如果将其看作成是一种“产出”与“绩效”，或兼顾政治和行政过
程中的投入与过程阶段的价值取向（马得勇、张蕾，２００８），那么地方治理绩效
很可能大而繁杂、无所不包。

因此，我们应当在治理的多元互动基础上理解其内涵。第一，我们应该剔
除掉那些属于各地资源禀赋的要素，如人口、区位等。第二，我们主要关注政
府治理绩效，因此投入与过程要素也非本文的焦点，当然，除非这种投入本身
也是衡量绩效的一部分。第三，相对于产出，我们更应该关注“影响”，因此，
类似于地方生产总值、工业企业利润等要素也不是重点所在。第四，地方治理
往往是动态的，在测量时间段内最好可以反应一些重大的政策变迁，如相关的
财政、税收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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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几点以及稳健性考虑，本文使用樊纲等（２０１１）的地区市场化指
数的相关部分、以两种方式来操作化政府治理绩效，这一操作化在很大程度上
符合上述要求（见表２）：

表２　 地方治理绩效的指标构成
１． 政府与市场
１ａ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 各地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在当地ＧＤＰ中所占比重

（负向）
１ｂ减轻农民税费负担 抽样调查数据：各地农户税费上缴占家庭纯收入

的平均比例
１ｃ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 抽样调查数据：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

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比重
１ｄ减少企业税外负担 抽样调查数据：企业税外负担（收费、摊派等）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１ｅ缩小政府规模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

本省总人口的比例（负向）
２． 非国有经济发展
２ａ占工业总产值中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２ｂ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
２ｃ占城镇总就业人数比重 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５． 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政府与社会）
５ａ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５ａ１律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 律师人数／当地人口
５ａ２会计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 会计师人数／当地人口
５ｂ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经济案件受案数与ＧＤＰ的比例（负向）
５ｃ知识产权保护
５ｃ１专利申请受理情况 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量／科技人员数
５ｃ２专利申请批准情况 三种专利申请批准数量／科技人员数
５ｄ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协会收到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数与ＧＤＰ的比

例（负向）
资料来源：樊纲等（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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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套数据基本包含了政府处理其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关系的指标
（比如“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比
重；企业税外负担（收费、摊派等）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消费者投诉案件等），
以及重要专业群体（律师、会计等）的增减。

其次，“缩小政府规模” （官民比）和第二部分“非国有企业发展”等指
标，直接或间接包含了对于政府规模扩张倾向（Ｎｉｓｋａｎｅｎ，１９７４；尼斯坎南，
２００４）与软预算约束问题（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不计成本的补贴等） （Ｋｏｒｎａｉ，
１９８６）的考量。

第三，我们希望可以在观察时段中，观测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变迁。比如，
在该数据的覆盖范围内，废除农业税（２００２年开始试点、之后逐渐铺开、２００６
起年全面废除）不仅通过统一村镇功能促进了地方基层治理（Ｃｈｅｎ，２０１４），更
为直接地是，“变向”增加了农民收入（周黎安、陈烨，２００５）。而该数据中的
“各地农户税费上缴占家庭纯收入的平均比例”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政策
效应。同时，这套数据覆盖了较长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９），为我们动态观察地方治
理提供了基础。

最后，现有实证研究使用类似方式来测量地方治理，也为我们提供了支持
性证据。在现有文献中，除相关研究（雷光勇、王文，２０１４）直接运用该数据
测量地方治理以探讨地方治理对商业银行经营业绩的影响外，马光荣和李力行
（２０１２）在探讨地方政府（县级）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时，利用了“企业
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以及“每个县企业旅行／娱乐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来测
量地方治理；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在研究转型国家的政治网络对创业的影响
时，探讨了“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而制度环境实质测量的就是政府如何减
少对于市场的干预。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在测量地方治理或国家治理环境时，
其核心均在测量政府如何处理其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关系。

基于稳健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的考虑，本文以两种方式来操作化地方治理绩
效：第一种操作化选取其指数的第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和第五方面（政府与
社会）以简单加权平均来测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其中，第一方面指标中已经
包含了“缩小政府规模”。因此，这一操作化兼顾了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自
身的关系。如前所述，考虑到我国国企日益严重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及软预算约
束等问题，在第二种操作化中，除了樊纲指数中的第一与第五方面外，我们还
加入了其第二方面，即“非国有经济发展”，并作加权处理（具体权数见表２）。
整体来看，第二种测量方式会比第一种偏低，但趋势基本一致（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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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政府治理绩效（１９９７—２００９）
注：政府治理－ １为樊纲指数的第一和第五方面的简单加权平均，政府治理－ ２则为第

一、第二与第五等三个部分的加权平均。其中，西藏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相关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据樊纲等（２０１１）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二）自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的自变量是各地区财政资源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分配与
各类财政的横向支出结构。对于财政分权地区差异的操作化，自从张涛与邹恒
甫（Ｚｈａｎｇ ＆ Ｚｏｕ，１９９８）的研究发表以来，多数研究（Ｊｉｎ ＆ Ｚｏｕ，２００５；乔宝
云等，２００５；张晏、龚六堂，２００５；周业安、章泉，２００８）都以地方（人均）
财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人均）财政收支比重的变量。但这一测量方式很大程
度上反映的是人均地方预算内收支在各省之间的差异，而这主要与各省之间的
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ＧＤＰ测量）紧密相关（张光，２０１１）。并且，我们主要
关注各地区对于事权（财政支出）的划分，而省级政府处于一省政府间关系的
金字塔尖，并有权决定它与下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而且，如前所述，各省
内部巨大的财政资源分配差异正是本文所考察的解释变量，因此，本文以省以
下各级财政支出之和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资源的纵向分配。由图４
可知，在１９９７到２００９年间包含西藏的情况下，省以下财政支出占全省支出的
平均比重都在６７％以上，最高达到７５％ （２００９年），且总体来看各省之间的差
异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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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１９９７—２００９）
注：基尼系数根据Ｗｅｓｓａ （２０１５）计算。
资料来源：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历年）。

就各地区的横向财政支出结构而言，按照彼得森（Ｐａｕｌ Ｅ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孔卫拿、张光，２０１３），我们将地方政府
预算内支出结构分为发展性支出与再分配支出两大类：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的统计
口径下，在剔除“国防”“外交”与“债务利息”三项支出后，再分配支出主
要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
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行政管理费”和“税务等其他部门事业费”属于政
权运转支出，再分配与政权运转支出之外的所有其他支出项目汇总为发展性支
出；２００７年及之后，再分配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和“医疗卫
生支出”，政权运转支出则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而再分配与政权运转支出
之外的所有其他支出项目汇总为发展性支出。此外，有一项“其他支出”，其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再分配性质的支出，如“住房改革支
出”，除此之外的其他支出可以认为主要用于地方经济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各地区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情况以及一
系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基于此，我们将各地区的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
人均ＧＤＰ、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列为控制变量（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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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与操作化
变量 操作化
因变量

ＧＩ＿ １ （治理指数１） 指标１ ＋指标５简单平均
ＧＩ＿ ２ （治理指数２） 指标１ ＋指标２ ＋指标５加权平均（０ ４ ／ ０ ２ ／ ０ ４）

自变量
省以下支出分权 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全省财政支出
市级支出分权 市级财政支出／全省财政支出
县级支出分权 县级财政支出／全省财政支出
发展型支出比重 发展型支出／全省财政支出
再分配支出比重 再分配型支出／全省财政支出
控制变量
ｌｎ人均ＧＤＰ 地方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取自然对数

ｌｎ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 （中央补助收入－上解中央支出） ／常住人口，取自然对数
非农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
城镇化率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ｌｎ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陆地面积，取自然对数

注：在计算时，由于樊纲市场化指数是按照２００１年相关价格为基数进行调整，所以相关
变量也经过２００１年不变价调整，且西藏数据在部分年份缺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分析层次与估计方法

本研究选取省为分析单位。这主要是因为，无论自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实施的
“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还是较为制度化的“分税制”，其形塑的更多是中央
与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而省以下的财政制度与财政结构则在各地区呈现出较大
的差异（张光，２００９），这也为我们考察这些差异及其影响提供了天然的“试
验场”。此外，在数据来源方面，《中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地方财政统计
资料》等相关数据使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各省的纵向和横向财政支出结构。樊纲
等（２０１１）则为我们提供了足够长的（１９９７—２００９）且可以合理操作化政府治
理绩效的数据。

在估计方法选择上，由于各地区政府治理绩效存在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性，
我们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也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到差分广义矩估计（ＤＩＦ
－ ＧＭＭ）易受有限样本偏误（Ｆｉｎｉｔｅ － Ａｍｐｌｅ Ｂｉａｓ）局限（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ｖｅｒ，
１９９５；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我们选取系统广义估计（ＳＹＳ － ＧＭＭ）；经过
一阶自相关检验后，主要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两步估计（Ｔｗｏ － Ｓｔｅｐ）。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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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析中，系统广义矩估计需要满足了一系列统计检验，包括误差项的一阶差
分在一阶序列相关上显著、且在二阶序列相关上不显著（Ｂｏｎｄ，２００２），即ＡＲ
（１）显著而ＡＲ （２）不显著；并符合过度识别检验，即要求模型的工具变量外
生性条件得到满足。表３与表４的模型均符合上述统计检验。接下来，我们就
具体的计量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与讨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的实证结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纵向的政府间支出分权与横向的政
府支出结构分别如何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分别见表４与表５）。其中，我们均分
别以两种方式（ＧＩ＿ １和ＧＩ＿ ２）测量政府治理绩效，以观察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对于其影响。如上所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想观察政府支出结构对于
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作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讨论财政支出分权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就省以下财政支出分
权而言，无论我们是否考虑西藏（模型１ － ４），如前文所预期的，利用省以下
财政支出规模占全省财政支出规模比重进行衡量的财政分权对政府治理绩效的
大小均起到显著影响。这说明，将财政支出下沉到省以下的水平越高，其政府
治理水平越高，这与本文的假设１相吻合。为了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分别考察
了市级支出分权与县级支出分权（均不包含西藏与直辖市）对于政府治理的影
响。结果显示，市级支出分权在一定情况下侵蚀了政府治理，而县级支出分权
则可以显著地促进包含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标的政府治理。如前所述，市级政府
更为强烈的生产与基建财政特征、更大寻租与腐败空间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恶
化了市场环境，使得地市级财政分权很可能有损政府治理，或者至少难以产生
正向的拉动作用。而县级政府则由于承担了较多的非生产性与农业支出责任，
并更关注个体市场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更为严格执行上级政府的再分
配政策，这些因素使得县级支出分权更有可能促进地方治理绩效。这也与相关
研究（李明等，２０１１）的结果类似。

控制变量的总体结果则基本说明了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现代化程度的
深入而改进。非农产业与城镇化比重均表现出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且稳健的边
际相关性。在不考虑西藏或直辖市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人均ＧＤＰ）在某
些情况下表现出与政府绩效的正相关性，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也在一定背景下
表现出对政府治理的负作用，但均不稳健。当然，政府治理绩效在时间序列上
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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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讨论不同财政支出导向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由表５可知，无
论是否纳入西藏这一样本，发展性支出与再分配支出均是政府治理绩效最为重
要且稳健的解释因素，它们同样都在９９％的置信区间内通过统计检验，且方向
分别为一负一正，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２。其中的机制很可能是多方面的。首
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关注逐渐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保障等再分配领域（王绍
光，２００８）。然而，由于官员的晋升激励与民意表达渠道相对缺失，地方政府很
可能未能足量提供“正确”的公共品，其财政支出导向与公众期望在一定程度
上背道而驰。其次，就宏观经济层面而言，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出
了私人资本，或者通过投资补贴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
（江飞涛、曹建海，２００９），由此阻碍了市场化进程与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恶化
政府治理绩效。最后，就微观层面的政府主官而言，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
性支出与基建投资，其一方面是该支出的经济拉动效应能为其晋升打下政绩基
础（王世磊、张军，２００８），另外一方面则较大的寻租与腐败空间恶化了治理环
境（张军等，２００７）。由此观之，腐败与发展性支出很可能形成了一种“恶性
循环”，并将所谓的“地方发展型政府”逐步改变为“地方掠夺型政府”，并直
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吴一平，２００８）。

此外，在考虑财政支出导向变量之后，地区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对于政府
治理的侵蚀作用则更加明显，其至少都在０ １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考虑
西藏）。这与地区转移支付水平助长政府规模扩张（庄玉乙、张光，２０１２）、降
低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从而阻碍财政资源下沉到基层（Ｗｕ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以
及某些专项转移支付的失效（Ｌü，２０１５）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影响机制可
能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花别人的钱”软化了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激励来保证该收入的使用效率；同时，由于监管等制度设
计相对缺失，地方政府还可能将其挪作再生产投资之用，从而弱化中央促进社
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原始目标。另外有研究表明，中央针对各省的转移
支付还会诱发地方政府腐败（范子英，２０１３）。这些发现与解释机制都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中国“自找麻烦型”转移支付体制的负作用。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
依然符合“现代化理论”逻辑，即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往往与经济增长、工业
与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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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支出导向与财政结构
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财政支出目标的实现程度既取决于政策制定、规划和执
行的有效性，更取决于如何分配财政资金（ＯＥＣＤ，２００６），而后者则包括支出
和监管功能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配，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如何设计。林毅
夫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还强调，在分析分权与地方治理时，我们应关注中国
的一些特征，即中国是一个由五级政府组成的大国，处于高速的市场化转型之
中，并且其核心政治规则是党管干部的党政体制。这些要素也是我们进行相关
讨论的重要背景。基于此，本文考察了地方纵向的财政分权与横向的财政支出
导向对于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前者以相应的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省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测量，后者则分为发展性支出与再分配支出两大类。本文
主要发现：

首先，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将会显著促进政府治理水平，即下沉到地市和
县乡的财政支出越多将带来更好的政府治理绩效。具体而言，在一定情况下，
县级支出分权将有利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而市级支出分权则与之相反。这
很可能因为分税制后，国企与乡镇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支缺口加剧所带来的
县乡财政的困境，一方面使得县级政府在收入上更加注重培育工商业园区等个
别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支出上下沉到县级财政资源更有可能在边际影响
上促进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而相对于其它政府层级而言，市级政府更具城市
企业主义倾向（王磊等，２０１２），将更多资金用于城市建设，不利于均衡的提高
整个地区的总体治理水平，甚至在一定情况下会恶化政府治理。

其次，地方政府不同导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对政府治理绩效产生了截然相
反的边际影响：再分配支出比重将会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而发展性支出则
会显著地侵蚀政府治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相当一部分发展性支出用于各类
基础设施建设与再生产，不仅对于私人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更为腐败以及
各类寻租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显然，扭曲的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妨碍了公共财政
体制的建设和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治理绩效改善的“失灵”。中国
转移支付设计的主体目标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然而由于制度设计与细
节监管上均不完善，从而产生了更多的“麻烦” （Ｓｈａｈ，２００７）。这主要是因
为，中央各类转移支付很可能被各级政府截留、分拨，被挪作再生产或基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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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之用，或者用于壮大本级政府规模或增加公务员收入（Ｗｕ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
吴木銮，２００９；Ｙｏ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了中央转移
支付促进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既定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扭曲了各级政
府之间的财政支出分权结构。

基于上述结论与讨论，我们认为政府的财政职能与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在
诸多方面亟待改善。长远来看，首要的是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使得政府层级
与其应担事责相匹配。显然，这需要建立更加公平与高效的转移支付体系，比
如明确总量转移支付的原则、计算公式以提高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的激励
作用（乔宝云等，２００６），还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于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
监管，以及通过法律法规等规范性设计完善省以下支出责任的划分等。此外，
在政府支出导向上，在未实现中央统筹之前，地方政府应逐步提高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住房改革等社会发展与再分配支出比重；更为关键的是，按功能原
则改革支出核算体系，提高支出透明度，以更加明确的评估来确定用于社会、
发展与战略性需求领域的支出（ＯＥＣＤ，２００６）。总之，伴随着更加深入的现代
化与市场化改革进程，为寻求善治，从中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建立完善
的公共财政体系需要在纵向财政分权与横向支出导向两个维度上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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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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